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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从巴金的《家》到《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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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家》：作为问题的“家”
蔡益彦：巴金的《家》就是一股激流，

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其喷涌而出的情感。

火一样的热情，风一般的遒劲，燃烧着内

心的冲动，席卷着生命的激情。青春是美

丽的东西，死亡却如影随行，年轻的生命

横遭摧残，消逝在时代无情的漩涡中。制

度、礼教、迷信拧成一股强大的破坏力，把

人世间一切美好吞噬。“家”是一种精神沙

漠，没有爱和理解，只有专制和集权，俨然

成为一种暴力机器，粉碎了每个人的“主

体意识”，唯有“不抵抗主义”才是生存之

道，可是生存的真相又是如此的残酷，那

些绽放着青春光彩的女性一个个尽把眼

泪往心里流，默默承受着命运无情的安

排。故事的结尾，觉慧终于出走了，离开

这个思想的牢笼，然而走出去的终归是他

一个人，家族的命运依然在延续。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走出去的终归是

少数人，而且步履艰难。人生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究竟是选择沉

醉的梦还是挣扎出一条希望的道路，我想

这是《家》的意义所在吧。

王奕朋：《家》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人是

大哥觉新。无论小说中两个弟弟，还是小

说外的广大读者，对他的态度都是“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但我却对他充满了理解

之同情。就拿包办婚姻来看，许多受新文

化洗礼的青年，都做出了与觉新相反的选

择，甚至在婚后选择单方面“离婚”。这固

然保全了个人自由，但却让这些女子成了

新旧文化、新旧时代交替过程的牺牲品。

四川诗人吴芳吉的名作《婉容词》就表现

了这种悲剧。觉新没有抛下未婚妻而去

追求自己朦胧的爱情，一方面是遵从了父

母之命和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

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女子的保护呢？婚后

的和睦也算是对觉新的宽慰了。觉新的

处境，在现今时代仍然存在，所谓“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没有了封建压迫，却还有

种种其他的无奈。正因如此，我才能够用

宽容的态度来看这个人物，换位思考，恐

怕我也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吧。

李扬：我认为，《家》通过五四这个主

题使巴金获得了一种表达自己的契机：不

仅是表达对旧家庭的“愤怒”，要“为自己，

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也包括对

他思想困境的一种自救。大哥去世后，在

上海的巴金一个人去了四川路，这意味着

什么呢？小说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家

的弃绝，但是觉慧遭遇了伦理困局，他所

要打碎的东西恰恰是一个人最无法割舍

的血缘亲情。我们会发现，觉慧的每一步

成长，觉民和觉新都是见证者；对巴金来

说，即使大哥不再作为与他生命息息相关

的一部分，但仍要以文字的形式作出一种

纪念。这种伦理困局也是一种历史困局，

只是说，在这个文学文本中，这种历史困

境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被想象性地摆脱

了。觉慧在小说最后告别了“家”，驶向了

“群”的生活，但现实中的巴金却自出走后

一直保持着与哥哥的联系，这种身体与心

灵、信仰与现实的张力或许是我们进入这

部文学作品的一种路径。

金彬那丽：我来自韩国，那我就中韩

两国家庭题材的作品做一比较。巴金的

《家》以“家族史小说”的形式叙述封建家

庭的没落过程，韩国的家族小说中也有类

似的故事结构，也受到了一些韩国学者的

关注。我们会发现，虽然《家》和《三代》

《太平天下》等同时代韩国家庭小说在创

作时间和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但作家的

世界观与立场显然不同。从巴金的《家》

中可以明显看出封建与反封建二元对立

的格局，充分表现出受五四影响的作者对

“革命”的期待和热情，强烈揭露封建主义

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以及坚决拒绝旧体制

的态度，体现在作品中展现出作者对革

命、新时代和青年的乐观期待和希望。相

反，《三代》和《太平天下》等上个世纪30

年代韩国家庭小说围绕殖民统治和资本

主义的复杂现实状况，通过对传统家庭

制度的没落过程的叙述，描写苦恼、挫

折、彷徨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当时知识分

子的困惑感。

巴金创作转型与“家”的蜕变
张墨颖：《憩园》丰沛的情感、诗化的

语言、第一人称如泣如诉的讲述姿态，随

处可见巴金赤子般炽烈的内心。一方面，

故事的情节有太多巧合，无论是电影院、

茶馆、路边，“我”似乎总能遇到杨氏一家，

而每次遇到也多伴随着重大的情节转

变。另一方面，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独

特，姚太太感性、浪漫，有文学修养，有独

立的精神世界，苦闷落寞的一面不为人

知，和作家“我”在思想上有较深切的共

鸣，却与庸俗鄙陋的姚先生感情甚笃，他

们的婚姻基础值得探寻。杨梦痴作为一

个隐藏的主角，在杨家小孩的叙述中被无

限宽容原谅，可从事实层面来看，又实实

在在是一个毫无担当、将美满家庭置于破

碎境地的人，杨家小孩却对其有无限的怜

惜。这些看似超出生活现实和逻辑的地

方正是《憩园》的魅力所在，浓郁的人情味

不仅是作品的人道主义，也是对读者的关

怀，巴金怀着善意和信任，让我们相信“活

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丁菡：“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

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这句恳求

般的话，不停地反复在握笔者的耳边响

起。世事苦难，暗如黑夜，黎先生在他的

《憩园》里为老车夫和瞎子女人留了一盏

烛光，当我们期许幡然悔悟也能够重新亮

起圆满的希望时，巴金先生却用“偶然”结

束了《憩园》中两个鲜活的生命。落魄的

杨梦痴和年少的姚小虎的死亡，是这篇笔

触平静从容的小说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

悲伤。“长宜子孙”的观念借“富裕的寄生

生活”让两个本应温暖的家庭危机四伏，

摇摇欲坠，可是在这种沉痛之后，我们却

又仿佛看到杨家老三贴出了红彤彤的双

喜字，听到万夫人为姚家带来了一个哭

啼响亮的新生儿。巴金先生在小说的结

尾，将两滴已经失去理想和自我的泪水

用笔揩去了，他好像已不忍继续一种姚

小虎到杨梦痴的重复。尽管黎先生已乘

车而去，大仙祠也变作一堆瓦砾，我们不

知道欢乐和温暖能否如愿绽放，他年憩园

的茶花又是怎样的姿态，但巴金先生对

“家”那份“控诉”后的“同情”，对整个社会

那份百感交集的关怀和爱，却给了我们深

深的感动。

林依依：无数读者曾为《家》中善良的

瑞珏扼腕叹息。她以巴金嫂嫂为原型，结

局却悲惨得多。其悲剧背后是鲜明的时

代主题和叙述框架。时隔13年，巴金在

《憩园》中塑造了另一个身份和命运更为

复杂的天使形象——姚太太万昭华。虽

然遭遇赵家的仇视、小虎的轻蔑和丈夫的

不了解，昭华仍尊敬长辈，关心继子，体贴

丈夫。她藏着极深的内心的寂寞，提心吊

胆地在大公馆里学着持家。昭华诉说着

巴金善意的心声，有无数种人生的可能

性，这是对于身处高公馆的瑞珏的超越。

昭华看似弱小，却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心

怀社会，喜爱文学，甚至使小说叙述者第

一次看见自己的无能与失败。随着核心

家庭化，若《憩园》续写，孩子出生后姚家

的焦点更集中于她。又或许，她终日为书

中人物掩面而泣，望着桌上孤零零的茶

花，马路尽头只有冷清清的月亮。她寂寞

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我认为，两个天

使形象都融入了巴金极深厚的感情和理

想，二者所潜藏的不同的文学机制、作者

思想的转变、女性书写的意义以及对于文

学创作的启示则有待读者去发掘。

左存文：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关注到

了《憩园》中的人物个性，也会关注到多重

结构的魅力。但是对于巴金在这部小说

中塑造的作家形象，却仅仅以叙述者、故

事参与者的视角来感受。其实巴金在《憩

园》中对作家生活有一种乌托邦想象，资

产丰厚并对作家礼敬有加的同学姚国栋，

温柔善良并崇敬作家、有很高文学修养的

万昭华，以及安静秀丽的憩园、一帮照顾

周到的仆人，没有比这更为理想的写作环

境了。以这个视角来看，小说中“黎先生”

与“姚太太”之间的暧昧耐人寻味。这种

乌托邦想象让人很自然地想起18世纪和

19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作家生活状

态，尤其是很有名望的诗人或作家，一些

贵妇人竞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并资助

他们写作，这些贵妇人以此为荣。比如里

尔克后半生几乎就是在这种资助状态下

度过的，尤其是他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就

是在资助人提供的杜伊诺城堡写成的，巴

金笔下的“憩园”简直与杜伊诺城堡有异

曲同工之妙。在传统文人的科举之路被

历史掩埋之后，专业作家的社会形态尚未

成熟，加之稿费制度在战乱年代的不稳

定，巴金笔下出现的这种作家生活的乌托

邦想象就更值得关注了。

未完成的思考：
断裂还是承续？

杨洋：从《家》到《憩园》显示了巴金的

成熟，体现在他跳出了早年的“线性进化

观”，不再以新旧对立的思维来看待传统

经验，并且能辩证地看待自己的过去和过

去的那个家庭以及传统文化。巴金在《憩

园》里写下了自己最想写的也是他曾经最

熟悉的旧家庭中的人和事。巴金关于文

学、关于理想和信仰、关于同情和怜悯等

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

进“人”的发展。这里的“人”还不是我们

所理解的一味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人，而

是有理想、有信仰、有爱心、能给别人提供

真心的帮助，甚至还有牺牲精神的人。巴

金对理想人格的信仰与对人伦模式的反

思和重建始终紧密相连，并成为巴金坚持

一生的人生和创作追求。

于孟溪：我发现，《家》和《憩园》中都

存在一个花园的空间，花园是人与自然亲

近的所在，是人不用离开城市即可以感受

到自然的空间。“花园”这个空间在这两部

小说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将花园中的

人与屋子里的人和事隔绝开来，花园中的

人可以摆脱束缚只做“人”本身。《家》中的

花园，是青年解放个性、暂时摆脱封建家

长权力控制的地方。在这个花园中人物

可以摆脱身份差异带来的鸿沟，作为独立

的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交谈、恋爱，他们可

以掌握自己的生命轨迹、展露真实的情

感。因此鸣凤与觉慧的爱情故事在花园发

生，而鸣凤为了成为“人”最终选择在花园

结束自己的生命。《憩园》中的花园，黎先生

在这里还原了杨梦痴的故事。花园里没有

道德的评判，有的只是对真挚情感的追溯。

从《家》到《憩园》，花园这一空间的存在，使

得人物有了成为人的可能，也使读者一直

被压抑的感情有了喘息缓和的空间。

陈佳：在我看来，巴金先生的《家》和

《憩园》都是关于家庭的文本，贯穿在这

两个文本的同一线索便是对家庭模式、

家庭伦理的思考。在《家》当中，反叛的

时代新潮儿觉慧对有着封建性质的高家

有批判有厌恶，但他不可能完全弃绝，因

为血缘关系无法分割，这就使得以觉慧

这样的个体为代表而组成的群体陷入了

一种伦理的矛盾。这种“弃绝——无法

分割”的伦理矛盾其实在《憩园》中杨梦

痴的两个儿子对待他的态度上也可以看

到，大儿子决绝地抛弃父亲，代表反叛，

而小儿子一直照顾父亲，在父亲失踪后

不放弃寻找父亲，代表守候。

《家》展现的是一个“旧”家庭体现出

来的旧传统的问题，与之相比，《憩园》展

现了“新”家庭的旧传统问题。如果说

《家》在抨击高家作为旧式家庭的封建

性，那么《憩园》则表现了新人组建的新

家庭依然有“旧”的遗留问题。在《憩园》

中，新主人姚国栋是完全不同于《家》中

的高老太爷，他上大学留过洋，想当作

家，任职于学术和官场，而姚太太也喜欢

读小说，看电影，较之于同时代的女性，

她是“新”的，姚氏夫妇甚至可看做是觉

慧的影子，但这样的“新”家庭里也存在

着许多问题，如在对待儿子小虎的教育

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家》到《憩

园》，展现了青年的觉醒以及青年觉醒后

真正实践入世又陷入了家庭困境。

范玲：巴金的作品，总让人觉得诚

恳。他怀抱着自己的信仰，在30年代，陆

续写完“激流三部曲”，其间的青春气和

天真感，仿佛还原了五四一代青年在那

样一个动荡时代的慷慨激昂。40年代写

下《憩园》的巴金，还是那么诚恳，还是不

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但对现实，对未来都

有了更为复杂的体会。他不再一味挣脱

“家”的束缚，批判旧的，崇仰新的。对曾

经在五四被极力宣扬和追求的“自由”，

巴金开始有了反思，对曾经在五四被极

力打倒的“旧”，他难掩叹惋的心情。或

许人到中年，都难免进入这样一种更为

深沉和复杂的状态。不过，巴金从青年

到中年，从激昂到叹惋，正与中国20世纪

从五四发展至 40年代的时代情绪相契

合。这或许可以成为探讨巴金作品变化

的另一条路径。

赵静：实际上，《家》是巴金青年时代

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是他对于五四精

神的文学实践，在这座兄弟聚居的高公

馆内，当亲情撕掉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之

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狠辣的刽子手，将鲜

活的生命堵在“家”内，一些“出不去”的

人为此献祭，而另外一些人也在试图挣

扎。“家“成为狭小的笼，“出走”成为小说

《家》的重要主题，而觉慧所幻想的没有

血缘牵绊，没有经济负累的“群”的生活

则代表了巴金理想中的社会面目。而到

了《憩园》中，巴金似乎不再执著于大家

族的生活，大多是人丁简单的小家庭，公

馆里生活的人也多是从五四一代过来的

知识青年。可这些曾受过五四精神影响

的青年们在三四十年代冗杂、细碎的家庭

生活面前，在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前依旧有

着无法忽视的悲剧性。事实上，从《家》到

《憩园》，巴金始终关心“家”这一空间，其

实是想通过写“家庭”来试图寻找理想的

社会关系，通过看人在家庭中的生活方

式，来探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问

题，即人如何在社会、家庭中妥善安放自

我，实现自我的生命意义。

特里·伊格尔顿在1983年出版的《文

学理论导论》至今仍是了解20世纪西方

文学理论的必读书。该书在“导论”中宣称

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是幻觉，读过此书的

“后遗症”在于，你很难再用天真无邪的眼

光看待理论。这样一部“入门书”，仍与韦

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

的《文学理论入门》一道，被奉为西方文论

书单的学院经典。

时隔近30年，伊格尔顿又在耶鲁大

学出版社推出了《文学事件》一书，再次用

浓墨重彩来讨论“何为文学”这个被新潮

理论搁置许久的“老话题”。从方法上看，

此次伊格尔顿所倚重的理论工具，既不是

他在《文学理论导论》里论及的“高雅”理

论——那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符

号学、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等等，也不是

如今流行的后殖民主义、族裔理论、性别

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之类。在他看来，这

些脱胎于欧陆哲学的理论已经暂时走进

了死胡同，无法重构和解决“文学”的定义

问题；相反，放眼英美哲学传统，倒仍有理

论家孜孜不倦地钻研被上述“理论”排斥

的问题，发展出“关于文学的哲学”，伊格

尔顿即欲取道于此。

在本书第一章，为了更充分地指出后

现代主义的理论缺陷，伊格尔顿将其思想

渊源直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神

学中。及至后现代，当人们意识到科学对

理性和普遍性的追求已经压抑了事物的

独特个体存在后，将曾经赋予事物意义

的、具有确定性的结构、符码、习俗等一一

解构或排除，代之以流动的意志与对个体

性的崇拜，产生了像福柯、德里达、德勒兹

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对此，伊格尔顿

认为，唯名论只是要排除本质主义对普遍

性的追求，却并没有看到本质主义对事物

整一性的维护，这就造成了如今价值虚

无、思想无序、意义缺失、抵抗无力的局

面，这是唯名论与唯实论、本质论作斗争

时，矫枉过正的结果。

美国诗人兼批评家亚当·柯什（Ad-

am Kirsch）在《 新 政 治 家 》（New

Statesman）发表的书评认为，伊格尔顿

在第一章中为本质主义护法，后面却用维

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分析文学，

是件颇为矛盾的事情。我倒认为，从第一

章结尾部分的论述来看，伊格尔顿与其说

是为本质主义辩护，不如说是为范畴的有

效性辩护。他认为分类和范畴的逻辑不等

于本质主义，也不必然意味着同一和压

迫，它们可以是局部和具有解放效应的，

譬如以种族或性别聚集起的群体只争取

特定方面的利益和解放，并不要求在这个

群体内部的所有方面完全达成一致。

站在为范畴辩护的基本立场上，伊格

尔顿在接下来两章论述了“什么是文学”

的问题。为此，伊格尔顿使出了一件“新武

器”——英美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具

体来说，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

理。这是维氏在其著作《哲学研究》中，分

析不同的语言游戏之关系时，使用过的核

心概念。简单来说，一个家族中，所有成员

都会分别享有一些鼻子、嘴巴、眼睛、身

高、身材等方面的共同特征，他们并非全

部同时拥有这些特征，某人也许只拥有其

中的部分特征，但其成员间相似关系如网

络般勾连起来，有重叠、有交叉，如此构成

一个家族。同样，不同的文本之间并不必

然享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特征，它们互相之

间被一系列中介性的相似之处关联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文学”的千变万化

的作品，互相之间也被某些共同特征所关

联。伊格尔顿从日常观察的角度出发，为

文学总结出五个特征：虚构性、道德性、语

言性、非实用性和规范性。他径直立论，从

正面提出五条可感可触的标准，强力捍卫

“文学”概念及其范畴的有效性，不得不说

是一种略显保守的做法。如果说，横在伊

格尔顿面前的，是一具已被话语分析利刃

切割得血肉模糊的“文学”尸体，那么“家

族相似性”则是他用来给“文学”概念还魂

的灵丹妙药。对此，伊格尔顿满意地说道：

“对于德里达而言，非决定性是事物开始

紊乱之处，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它能使

事物活动起来。”的确，它让伊格尔顿跳出

了欧陆哲学的理论框架，脱离了在唯名论

与唯实论中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为他提供

了另辟蹊径的可能。

但他对这五条特征的具体解释，还是

延续了过去一贯的类似解构的方法。他一

会儿像狡猾的游鱼，穿梭于各家理论，不

时抛出机智的反例，寥寥几句就推翻前人

精心构筑的理论大厦；一会儿又像高傲的

裁判，让各家理论同台竞技，左右互博，最

后哨子一吹各发红牌。无论是大名鼎鼎的

语言哲学家斯坦利·费什，还是我们并不

太熟的文学理论家拉马克和奥尔森，都成

了他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是话说回来，伊

格尔顿这种反向消解立论的做法，正是他

要追求的效果——保持范畴的开放性，证

明在日常语用中，概念的模糊性也是有意

义的、是我们需要的。

在讨论“什么是文学”的两章之后，伊

格尔顿在第四章借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

形式”和“语言游戏”这两个概念，集中探讨

了“虚构”的性质与意义。在《哲学研究》中，

维特根斯坦曾说：“想象一种语言便是想象

一种生活形式。”所谓“生活形式”，是语言

之所以产生意义的大背景，是人们长期以

来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社会实践。语言不

是以镜像方式反映生活形式，而是通过语

言的组织规则——语法，与生活形式紧紧

交织起来。这种语言的组织规则本身就意

味着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行动的可能性，

是事物间互相联系的基本逻辑结构。在这

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虚构和语法

具有平行的相似性，因为文学的虚构技巧

正是将各种文学要素连结起来，使其产生

意义。只不过日常语言要在生活使用中实

现意义，而虚构的意义直接在文本自身中

便实现了，虚构使语言离开实际生活，实现

了自反性。对此，伊格尔顿说：“一件虚构作

品包含一系列隐藏的规则和习俗，来决定

在这个范围内能说什么和做什么，以及在

这个条件下什么是真实或虚假。”虚构的形

式和技巧相对现实世界而言，具有相对自

主性，它可以不用单一的、与现实完全一致

的逻辑来描摹现实，这正体现了人类丰富

多样的想象能力。阅读虚构性文学的意义，

在于想象和分享生活形式，而不是根据它

的“真”、“假”来判定其对现实是否有价值。

再来谈谈“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事

件”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大热的法

国激进哲学家阿兰·巴丢的代表作《存在

与事件》（Being and Event），其中的核

心概念“事件”主要意指形而上学之外难

以辨认的要素。但实际上伊格尔顿并没有

从巴丢那里借鉴什么思想资源，书中唯一

一处提到巴丢，还是为了对他的“事件”概

念表示不满，认为有浪漫主义嫌疑。在这

本书中，给伊格尔顿更大启发的，应该是

英国约克大学英文系教授、乔伊斯研究者

德里克·阿特里奇于2004年出版的《文学

的独一性》一书。德里克提出，将文学作为

“事件”，正是与将文学作为“客体”的观念

相对立。如果文学研究者不考虑文学在历

史语境、读者接受中的生成，不将其作为

动态的事件过程，而只是将文学作为静止

凝固的客体，向其内容和意义发问，就永

远不能弄清“文学”究竟是什么，因为文学

创造的独一无二性总是在挑战概念的边

界，抵制各种定义。但是纵观全书，伊格尔

顿并没有对“事件”这个概念作过多阐述。

他更喜欢用“策略”这个词来描述文学，全

书最后一章即论此题。借用美国哲学家、

文学理论家肯尼斯·伯克（伊格尔顿认为

他是 20世纪以来最受忽略的理论家之

一）的话来说，“文学作品是对确定情境的

策略性回应。”策略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

这种结构根据它需要完成的功能，将一个

个要素重新组合成整体；策略也可以是技

巧和规则，它们在“语言游戏”的意义上将

现实组织为有意义的形状。各种令人眼花

缭乱的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从不同角度

对诸种文学策略作出解读。

从“事件”到“策略”，伊格尔顿实现了

一种微妙的转换。前者强调动态发生性，

而后者不仅是动态的，更具有文学参与构

建生活、以各种回环往复的方式解决现实

问题的主动性意味。对那些愿意从理论角

度思考文学性质的读者而言，“解构”之

后，如何重塑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的

哪些要素是值得研究的，这些都是令人困

扰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只返回到

文学的纯审美研究——这当然不失为一

条文学研究的有效路径，但绝不是唯一路

径。另一方面，消弭文学的边界，将任何文

本都解读为“文学”，又过于挑战我们的常

识。毕竟，如果书店将广告册子放在非虚

构类书籍中售卖，并告知顾客要“文学”地

阅读它，一定是很恼人的。在这两难中，伊

格尔顿用家族相似性原理归纳出了五条

基本特征，维持了人们对文学的意义和价

值的一般日常理解；又通过将文学定位为

“策略”，而保持其变动不居的情境性和开

放性。这种思路放置在后现代理论的脉络

中，还是很有建设性和解释力的。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策略”作为伊格

尔顿为文学寻找的最大公约数，也因其普

适性，反而减弱了理论力度，颇有可以再

加斟酌的余地。如果“文学”是一种策略，那

么广告、微博、政府公文又何尝不是文字处

理现实的“策略”呢？至于“家族相似性”原

理的使用，在挑剔者眼中，也难免有和稀泥

之嫌。文学研究者斯图亚特·凯利（Stuart

Kelly）在发表于《卫报》的书评中，曾不无

揶揄地说：“伊格尔顿的解决方案挺漂亮，

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是模糊的。”然而，按

照伊格尔顿本人的解释，使用策略这个概

念来定义文学，并不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而

是为重建“文学”意义的未竟之业，注入新

的活力。那么，对于30年来深受《文学理

论导论》影响的读者而言，伊格尔顿的这

番新鲜尝试，也会有不小的启示吧。

重建“文学”意义的未竟之业 路程

西川读书会由四川
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
怡教授发起，自 2011年
起，与西川论坛和西川青
年学者论坛构成了系列
学术沙龙，力图探索学术
的多种可能性。“西川”这
一命名方式传达了勾连
远古性与当下性、激活学
人创造力的追求。其中，
西川读书会由李怡教授
主持，主要参加者包括四
川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的硕、博士研究生以及全
国各高校青年学者，每月
举办一到两次，为青年学
人提供了交流思想和阅
读感受的平台。

等13人正在讨论

思芒学社是上
海外国语大学思索
讲坛所创办的学术
型社团。以通识教育
的形式，促使不同学
科间的交叉，在文本
学习和共同讨论的
过程中，打开一个反
思现实的公共领域。


